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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鼎熟食是陶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中国在美食创造方面的一项重要发明。战国铜器纹图中的鼎烹图
像，展示了公元前 6 世纪前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鼎烹饪的诸多场景;鼎中所烹食物的各种形态在图像中
前所未见地出现，形象地反映出炊器依出品而分类使用等一整套对后世中国烹饪有深远影响的烹煮概念及

其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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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中叶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马承源、
张光直和林巳奈夫等中外学者对战国铜器纹图已

有考古学或艺术史的研究。诸位先生的研究，深
化了学界对这些纹图价值及其文化内涵的认识，

并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参考。
本文所论的鼎烹，专指这类战国铜器纹图中以鼎

( 镬) 烹煮食物。考古出土的实物和传世的商周
铜鼎显示，作为世界文明史上极具东方特色的一

种烹饪方式，鼎烹在史前和夏商周时期发明而又

广泛沿用了 8000 年左右，并于纪元后零星沿用至
6 世纪。在鼎烹的发明、使用和不断创新的漫长
岁月中，凝聚了中国先民对食物、水质、燃料、陶
土、冶金和物候等诸多方面的物性及其规律的认
识与掌握。因此，鼎烹体现的已不仅仅是当时世
界上的一种美食制作方式，而是彰显中华民族伟

大创造力的一种文化标志。不言而喻，“三礼”等
典籍中多有鼎的记载，但未见鼎烹及其具体操作

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中虽也可见鼎中烹物的象
形字和形声字，［1］85但从这些字中人们还是难以

看出当时鼎烹操作的细节。而在目前已知的战国
早期的铜器纹图中，部分图中不仅含有这方面的

内容，而且一些图像细部所表现的内容，在文献记

载中前所未见。总体上看，这些纹图再现了 2000
余年前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鼎烹操作与祭享

鼎食的场景，展示了青铜时代鼎食的烹饪及其出

品享用的史况，是研究中国烹饪史和中国美食文

化史不可忽视的形象资料。现从烹饪史的角度，
对这些图中所表现的鼎烹内容及其对后世中国烹

饪的影响作初步探讨。

1 战国铜器纹图中的鼎烹场景与调鼎者

1. 1 鼎烹场景
在笔者目前所见的战国铜器纹图鼎烹图像

中，以四川成都百花潭宴乐攻战纹壶、江苏镇江谏
壁王家山东周墓铜匜铜鉴残片纹图( 此图年代有

二说，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本文采用后说) 、河
北平山县中山国鲜虞贵族墓铜鉴纹图和上海博物

馆所藏战国早期铜杯纹图较为典型。这 4 地纹
图，四川、江苏和河北的既有鼎烹操作现场的图
像，又有将鼎中之物献祭 ( 食) 的图像; 上海博物

馆的则只有献祭鼎食的图像。下面以河北平山的
为中心( 兼及江苏镇江和四川成都的) ，试析这 3
地铜器纹图中的鼎烹操作场景。
关于河北平山铜鉴内壁和底部纹图的整体内

容，陈伟先生已有精当诠释，这里重点细析图中的

鼎烹图像。
从图 1、2［2］可以看出，铜鉴内壁和底部纹图

中的鼎烹场景，均在大型庄园院内的殿堂后台基

—1—

美食研究 2018( 1) : 1 ～ 8 Journal of Ｒesearches on Dietetic Science and Culture



与高墙附近。比对后可以发现，这两处鼎烹操作
的场景大致相同，都是中间有一无盖大镬鼎，两边

各有一高大健壮男子，每人身着紧身短衣，头上挽

髻束发，脑后是打结的束发带，发带端顺向脑后。
陈伟先生认为，这种服饰和发型，明显是中山国鲜

虞族形象。再看二人的临鼎操作，图中镬鼎左侧
的男子双手持长杆大铲，正在搅动镬鼎内半体牲

肉，应是调鼎者;右侧的男子正将手中一尺多长的

木柴添加到鼎下三足间的烈焰中，此人显然是司

火者。镬鼎内汤气升腾，一派火热的鼎烹场景。

图 1 图 2

江苏镇江铜鉴残片上的与河北平山的相似

( 图 3) ，3［30］也是一鼎左右有二人。鼎左一人屈膝
直腰下蹲，头戴三叉冠，着紧身衣裤，左手举一长

棍，右手所持长棍已在鼎下拨火。鼎右一人，短
发，紧身衣裤，正伸出右手欲拿鼎内长勺 ( 铲) 。
与河北平山不同的是，此图鼎内有 5 块块形物，应
系肉块。
四川成都的鼎型烹煮器( 图 4) ，［4］一人调鼎

兼司火，其身后一人备料。由于烹煮器三足低矮，
故二人均为跪姿。值得注意的是，其鼎上二人似
为女子。

图 3 图 4

这 3 地纹图，一南一北一西南，留给我们的主
要历史信息:一是按照周代礼制，祭祀燕飨名目不

同，用镬鼎烹煮食物的地方也不同。《仪礼·公
食大夫礼》:“亨于门外东方。”［5］1086即诸侯国君以
“食礼”款待来访的大夫时，要在庙门外的东边来
烹煮食物。那么这 3 地的鼎烹又是何名目呢? 这
3 地的图中都有祭祀宴饮场面，河北平山的殿堂
中央是一长案，两边各有一人，正往长案上放祭器

做祭飨前的准备。而殿堂外调鼎者身后一人，正
双手捧着盛有食物的高柄豆，似拾阶而上送祭品，

台阶上亦有一男子手持一器走向殿内。由此看
来，河北平山的鼎烹似为中山国贵族之家的祭祀

所需。江苏镇江的是“堂内坐一饮者，头戴三叉
冠，着紧身衣裤，一手扶腿，一手举角形物做饮酒

状，此人面前地上置一高足豆，内盛丸状物。一人
头束双髻，着紧身衣裤，弯腰垂手面向饮者”［3］29，
说明是主人一人畅饮，应系吴国一位统兵贵族的

居家自享。［3］37而四川成都的显系古蜀权贵的宴
乐。这说明当时贵族之家的日常祭祀或燕飨，均
离不开以鼎烹食。二是这 3 地的纹图显示，战国
早期，从北到南，鼎烹操作多为二人制。即两名男
子合作进行，一人调鼎一人司火。《周礼·天官
·亨人》:“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5］662

现在我们从图中知晓，“水”和“火”各由一名男子
来承担，即一人打理镬鼎内肉与水的比例和均匀

受热，一人做好镬鼎外火的燃烧与火力调节，二人

共奏鼎中之变的精妙，这无疑弥补了礼文及其注

疏中这方面的缺憾。
需要说明的是，河北平山纹图中的调鼎者、司

火者以及其他人物的服饰和发型，虽系中山国鲜

虞族式，但考古出土实物表明，中山国其先人虽为

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白狄，到战国时期，中山国的

统治者已经崇尚儒学效法周礼，在语言文字、政治
思想、埋葬制度、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已基本同中
原华夏文化相融合。中山之地虽也出土过 6 件欧
亚大陆草原文化中常见的煮肉之器 ，但绝大多

数的饮食器具如鼎、鬲、豆等，已同中原诸国之器
具相似。［6］510因此，上引纹图内容的文化范围已超
越图中人物形象的族属，似可以将其看做是战国

时期中原华夏鼎烹文化在中山之地的一个真实写

照。
1. 2 纹图中的调鼎者与伊尹鼎烹之道
上引纹图中的调鼎者，应属后世所言的厨师

之列。在《吕氏春秋》的《本味》和《去私》篇中，
厨师被分别称为“烰人”或“庖人”。［7］56 － 739值得注
意的是，这位烰人本是有侁氏家的总厨，依后世官

制来说，是后来成为商汤之相伊尹的厨艺启蒙恩

师。伊尹这一颇具神话传说色彩的经历，在先秦
典籍中屡见记载，《本味》虽一说为战国小说家之
言，［7］742但文中伊尹以至味说汤的激扬文字，特别

是其中关于鼎烹之道的宏论，又洋溢着浓烈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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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五行说色彩。笔者以为，拂去其中的神话传说
和道家色彩，就其所说鼎烹之道的真实性而言，如

果没有鼎烹的亲身经历与思考，是难以抒发出如

此深刻的感受型话语，这至少是从史前至战国末

叶先民积累的鼎烹经验的一次大阐扬。
说到伊尹事厨，陈奇猷等先生曾以《墨子》

《庄子》等为据详加考证。［8］但未被关注的是，在
甲骨文中也可以寻得伊尹的大名。陈梦家先生在
考订罗振玉、王国维和郭沫若诸先生所释卜辞后
指出:“卜辞称伊尹为伊尹……伊是其私名，尹是
其官名。”［9］362 － 366并认为，在殷商“旧臣中之最重
要者是伊尹，在文献记录上在卜辞上，他都是最显

赫的”［9］502。对此张光直先生亦指出，仅商王武
丁、文丁时代，涉及伊尹祭日的卜辞就有 3 条。表
明伊尹的祭日为丁日，其祭日的规则居然也在商

王庙号系统之内。据此张先生认为，在卜辞祀礼
中，伊尹所享与先王相似的如此隆重的地位，当与

商汤时伊尹为副手、到大乙时代又为重臣有关。
这就难怪伊尹去世后，葬他的是商王沃丁，而祭他

的又是武丁和文丁。［10］综合卜辞和《墨子》等文献
记载可以发现，伊尹应是一位后来才被神化的历

史人物。作为历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
从先秦到汉晋，伊尹头上的光环，不仅仅是精于鼎

烹之道的调鼎圣人，更有国相重臣和济世医圣

等。［11］10尽管先秦时对伊尹为庖唯孟子曾有异
议，［12］但以下 3 点是可以确认的:伊尹确有其人;
伊尹与鼎烹相关联; 鼎烹之道曾被先秦之士用来

说明治国之道。

2 鼎烹图像中的镬鼎

上引鼎烹图像中正在烹煮牲肉的鼎即镬鼎，

镬、鼎二字并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关于镬字之义，
俞伟超等先生曾指出，周人把鼎中煮牲肉的动作

叫烹，亨、镬为对音字，因此镬是从其功用为亨这
一声音而来。［1］86根据镬字的这一本义，在文献记
载和考古出土实物中，既有上引鼎烹图像中的镬

鼎，又有未见于图像的镬鼎。对镬鼎的明确，各家
说法不一，焦点集中在鼎的大小及其件数上。［13］

笔者认为，既然镬鼎为烹煮食物的一种炊器，必然

会在使用时留下与其功能相关的痕迹。不妨从烹
饪学的角度，对涉及鼎的炊器功能痕迹结合考古

学中的器物分类和文献记载来考察，这样对相关

鼎的功能及其名分的明确，可能会更接近当初先

人对镬的认识。现依次分说。
2. 1 鼎烹图像中的大镬鼎
上引河北平山铜鉴纹图左上方和江苏镇江铜

鉴残片纹图鼎烹图像中的鼎，立口附耳，鼎腹较

深，上部较直，下部呈弧形内收，几近平底，鼎底面

为粗壮的兽蹄形足。其中，这些鼎的附耳为东周
铜鼎所常见，江苏镇江的鼎腹比河北平山的略浅，

鼎足却稍高，应与大江南北鼎内所烹食物块头的

大小有关。总的来看，图中的鼎与考古所见无盖
敞口大鼎形制大致相近，说明当年艺匠是严格按

照实物镬鼎所刻画。
相关考古报告显示，图中的这类大镬鼎多见

于东周中型大型墓，是一墓所出的鼎中最大者。
而且凡有大镬鼎的墓，往往也有成套铜鼎出土，甚

至还有陶鼎。其在鼎群中虽然只有 1 件或 2 件，
却因其高大而成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
就商周铜器器型及其功能演变而言，这类大镬鼎

既是用于祭祀燕飨烹煮的实用炊器，又因其大而

具有昭示至尊的标志功能。这与商和西周穆王时
代之前盛行的四足大方鼎颇为相似。［14］从其炊器
功能的角度来看，这类镬鼎除了容量大，还具有以

下 3 个特点:鼎底面一般遗有烟炱痕迹;鼎足多经
焊修;鼎内食物遗迹多为牛骨。

图 5 图 6

湖北博物院展台上的这件曾侯乙墓大镬鼎

( 图 5) ，鼎内的动物骨骼经鉴定为牛的半体骨，该
墓另一件镬鼎内的食物遗迹也是牛骨。［15］652山西
博物院展出的出土于陶寺北墓地的大镬鼎 ( 图

6) ，鼎内有食物遗迹 ( 下面详述) 。成都羊子山
172 号战国墓出土的无盖楚式大铜鼎，三足重新
换过，其中一足还为铁足。［16］以上所举 4 件大鼎
的底面均有烟炱痕迹，其形制与上引鼎烹图像中

的相类。
还应指出的是，在出土这类大镬鼎的墓中，往

往还有小鼎同出。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的 3 件小
鼎，其通高和腹深约为该墓大镬鼎的 1 /6; ［17］17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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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的 2 件小鼎，其通高和腹深约为该墓最
大镬鼎的 1 /3，［15］189 － 201但这些小鼎在考古报告中
均未见名分。那么这些小鼎当年是作什么用的
呢? 赵卿墓 2 件小鼎的鼎盖正中各立雕 1 头小
猪，另 1 件则是 3 头立雕的卧牛。而曾侯乙墓那
2 件小鼎内则有乳猪骨，其出土时系在该墓中室
南边靠近大镬鼎的地方。［15］200乳猪、大镬、小鼎，
这种组合让我们联想到《礼记·内则》中的“炮
豚”，其最终的工艺流程，是将盛有炮、炸过的乳
猪的“小鼎”，放入“巨镬”内隔水炖三天三夜而
成。［5］1468。看来大镬鼎与小鼎同出一墓，除了小
鼎单独使用底面有烟炱痕迹的以外，还可以将小

鼎放进大鼎内烹制美食。此种烹饪方法，即宋元
食书中的“重汤”炖，后世所言的隔水炖盅。由此
我们也终于明白这些小鼎之所以为盖鼎，原来是

为了使小鼎在大镬内加热过程中有利于鼎内食物

的熟制并防止镬中滚水溅入鼎内。
2. 2 鼎烹图像中的羞类镬鼎
河北平山铜鉴纹图左下图，江苏镇江铜匜残

片鼎烹图和成都百花潭宴乐攻战纹壶鼎烹图中的

鼎，从其鼎内所烹食物的形状来看，都应是烹制羞

类出品的镬鼎。《周礼·天官·膳夫》记周王所
享羞类 120 品，其中属于鼎烹的就有 、臐、 等
众多滋味备致的肉羹，以及以各地所贡应时当令

特产食材烹制的“好羞”和八珍中的炮豚炮牂。
《礼记·内则》所记上大夫燕客 20 庶羞中，属于
鼎烹的出品就有 10 豆。［5］1463这么多由鼎烹来完
成的羞类出品，是只用一两件大镬鼎“一锅乱
炖”，还是一种一种单独烹制，文献中未见明确记
载。不过我们可以从礼经记载的大羹用鼎方式和
考古出土实物来推测。
《仪礼·少牢馈食礼》: “羹定，雍有陈鼎五:
三鼎在羊镬之西，二鼎在豕镬之西。”［5］1197贾公彦
疏《周礼·天官·亨人》:“案《少牢》，……大夫五
鼎，羊、豕、肠胃、鱼、腊各异镬。镬别有一鼎，镬中
肉熟各升一鼎，故郑云既熟乃脀于鼎。”［5］662清孙
诒让提出: “王举，牢鼎九，当有七镬，牛、羊、豕、
鱼、腊、鲜鱼、鲜腊也。肠胃与牛羊同镬，肤与豕同
镬，其脀之则异鼎耳。《少牢》肠胃与羊亦同镬。
贾说未析。”［18］郑注贾疏孙说虽略有不同，但共同
点是一镬烹一物，镬鼎的件数是随升鼎及其鼎实

而有异。也就是说，在出大镬鼎的墓中，还应有与
升鼎件数大致相匹配的成套镬鼎。但相关考古报

告中被明确为镬鼎的件数却与此有较大出入。太
原晋国赵卿墓共出铜鼎 27 件，除一件大镬鼎以
外，被明确为升鼎的有 3 组 18 件( 7 件、6 件、5 件
各一组 ) 、羞鼎 5 件，未确定名分的小鼎 3
件。［17］17 － 30随州曾侯乙墓出土铜鼎 20 件，除了 2
件大鼎、9 件束腰大平底鼎被分别明确为镬鼎升
鼎以外，余下的 9 件盖鼎未见名分。［15］189 － 201河北
中山王 墓出土铜鼎 15 件，均为盖鼎。考古报告
将这 15 件鼎定为升鼎 9 件、陪鼎( 原注:也称铏鼎
或羞鼎) 5 件和细孔流鼎 1 件，全墓的鼎没有一件
明确为镬鼎。［6］111 － 114如果从鼎的炊器功能痕迹的
角度和当时鼎烹承受量来看，赵卿墓的 5 件羞鼎
形制完全相同，而且几乎同大，是该墓 27 件铜鼎
中鼎底部都有烟熏黑炱的 5 件无盖鼎。曾侯乙墓
的 9 件盖鼎中，7 件鼎底部都有烟炱痕迹，鼎足都
有不同程度的修补痕迹，鼎内食物遗迹与大镬鼎

和升鼎存在一定关联性 ( 后面将详述) 。中山王
墓的 9 件升鼎中，最大的铁足大盖鼎和 5 件陪
鼎的器底面均有黑色炱迹，5 件陪鼎的三足锉磨
粗糙，器表和器壁附有食物汤汁遗迹，另一件细孔

流鼎的上部周壁和盖鼎部有烟熏黑灰，考古报告

认为是由内盛物烧焦炭化所造成。再看上述 3 墓
这些羞鼎、未定名鼎、升鼎和陪鼎内的食物遗迹，
多数为一鼎内只有 1 种或 2 种食物，3 种或 3 种
以上的没有。说明羞类出品的烹制，当年是按一
物一镬的模式来操作。据此，似可以初步明确，上
述考古报告中的羞鼎、未定名鼎、升鼎和陪鼎，均
可能是具有炊器功能的鼎。这类镬鼎与大镬鼎的
最大区别是均由成组的鼎构成，并具有形制相同

而又递次渐小的特点。根据礼经记载一次祭祀、
燕飨所需的祭品和羞品，这类镬鼎之所以成组，应

是众多羞品须同时烹制同时出品; 之所以递次渐

小，除了食材及其部位所体现的尊卑因素以外，还

应与食材块头的大小及其烹煮用水量有关。
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这样，这 3 座墓中镬鼎

的件数也与上述郑注贾疏孙说有差距。一般认
为，墓中出土的饮食器具，应是墓主人生前祭祀燕

飨生活的真实反映。考古出土的镬的件数与礼经
及其注疏的不相合，一种可能是东周时，列国用鼎

特别是在镬的配置上，并没有完全照搬周礼，而是

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的用鼎习惯。另一种可能是，
鼎多镬少的考古实况，也折射出当时镬的使用并

不像郑注贾疏孙说所诠释的那样十分专一，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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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镬既用于烹煮大羹类的祭祀之品，也用于

烹制羞类燕飨之品，因而每件镬的使用率相当高。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有烟炱痕迹的镬鼎，其鼎足普

遍修补过。另外，有的鬲也分担了一定的烹煮量。
2. 3 鼎烹图像中未见的镬鼎
上引鼎烹图像中的镬鼎，均为敞口无盖鼎。

在考古出土的镬鼎中，还有盖鼎和小鼎、异形鼎、
陶鼎。这些鼎均为可能具有炊器功能的鼎，其中
有的鼎的铭文已明示其为镬鼎。
2. 3. 1 具有炊器功能的铜盖鼎
盖鼎为镬，首推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自名为

镬的铜盖鼎。［19］6

图 7

在无镬铭的铜盖鼎中，河北博物院展出的这

件大鼎应是一例( 图 7) 。此鼎出土于河北中山王
墓，是该墓所出 15 件铜盖鼎中最大者。但这件
大鼎在该墓考古报告中被列为升鼎。细看此鼎，
其底部自接足以下有火烧烟痕，烟迹上部边缘整

齐，显然是此鼎放在灶口上使用所致。除了上述
鼎底面灶烟痕迹以外，此鼎的三足已明白自示其

应为镬鼎。考古出土的鼎和相关文献记载显示，
炊器鼎的三足，无论是陶鼎还是铜鼎，都是最容易

损毁的部位。远在史前陶鼎时代，为了增强陶鼎
及其三足承受高温下连续使用的能力，在制作陶

鼎的粘土中还添加了砂粒、蚌壳末等。但是这并
未能避免陶鼎鼎足损毁现象的发生。河南荥阳点
军台遗址出土的距今 5000 余年的陶鼎，一、二、
三、四期各期陶鼎出土时，考古专家发现，所有的
鼎足均残，而且各期的鼎足有异，［20］鼎足均残和

鼎足形状的变化如此频繁，说明古人为解决鼎足

问题一直在不断探索中。而在 3700 余年前铜鼎
的出现，是先民在探索造鼎材质，借以从根本上解

决炊器鼎耐用问题的一项伟大发明与创新。
洛阳博物馆展台上的这两件鼎，一为陶鼎

( 图 8) ，一为铜鼎( 图 9) ，均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
头文化遗址。

图 8 图 9

其中，那件铜鼎年代为夏纪年范围内，是迄今

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将二者比对后可以看
出，早期铜鼎的形制基本上是仿照陶鼎而来，其三

足仍是尖锥形而不是后来的兽蹄形。商周时，随
着鼎的功能的分化，铜鼎所用的铜、锡、铅、锌合金
中铅锌含量的增加，在提高了材质可塑性能的同

时，也削弱了炊器鼎，特别是三足承受高温的能

力。于是，陶鼎鼎足损毁的史况又在青铜鼎时代
重演。湖北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的 1 件铜鼎，年代
属于二里岗早期，鼎底部有 3 个补块，两个补铸鼎
足，研究者认为是后期补铸。华觉明先生指出，我
们多次见到过分铸的鼎腹和鼎足因受外力而分离

的实例，经常是鼎足脱落而底部完好。［21］91《周易
·鼎》:“鼎颠趾，利出否?”“鼎折足，覆公餗。”［22］

鼎卦中两次出现问题鼎足的卦爻辞，说明在鼎烹

时代，炊器鼎最先出问题的部位往往是鼎足。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认为古人主要采取了两

项技术措施，一是鼎足使用了与其他部位不同的

合金配比。如湖北黄陂和山西石楼出土的商代青
铜鼎的鼎足，所含的铜、锡、铅分别为 88. 69%、
5. 54%、 1. 33% 和 81. 13%、 12. 13%、
2. 86% ; ［21］251江西清江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鼎和
著名的鲁公鼎，其中鼎足的铜、锡、铅含量分别为
98. 87%和 59. 48%、8. 15%、20. 15%。［21］252应该
说明的是，这些鼎虽未明确为镬鼎，但上述检测数

据对镬鼎鼎足用料的考察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随着冶铁术的发明，镬鼎的鼎足开始用铁。
中山王 大盖鼎的三足，则全以铁铸就。这不仅
是体现古人这一努力的一个实证，也应是此鼎为

镬鼎的显著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同是战国时期
中山国之地，上引河北平山鼎烹图像中的镬鼎，是

直接立在露天地上而不是放在灶上，而这件大鼎

却留有灶烟痕迹。按《仪礼·特牲馈食礼》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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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馈食礼》，一镬应有一灶，镬皆在灶上使
用。［5］1192 － 1197但上引其他地区鼎烹图像中的镬鼎
也和河北平山的一样，都是直接放在地上，考古报

告中又鲜见关于镬鼎灶烟痕迹的报道。高蒙河先
生对先秦陶灶、地灶与炊器鼎的对应关系研究后
指出，先秦时期，陶灶主要集中在其发生区和使用

区的黄河流域特别是陕晋豫地区，但并没有发展

成为与炊器配套使用的一种炊具。而广泛存在于
先秦时期房屋中的地灶，则与炊器关系密切。［23］

据此可以推知，这件铁足大鼎的灶烟痕迹，很可能

来自中山国王 的王廷御膳房中的地灶。
还应指出的是，在出土这类大镬鼎的墓中，除

了比其略小的升鼎和羞鼎以外，往往还有小鼎。
2. 3. 2 具有炊器功能的小鼎
在考古出土的小鼎中，有两类器形区别明显

的小鼎。一类的形制与大鼎相同，这类小鼎，有的
有铭文自名为镬，河南洛阳玻璃厂 M439 出土的
“哀成叔鼎”，通高和宽均为 34、口径 28. 6、底径
17. 5 厘米，出土时盖已残破，底外有明显烟痕，其
腹内壁铭文表明其为镬鼎。［24］有的小鼎虽无鼎
铭，但其功能应与哀成叔鼎相类。如曾侯乙墓的
两件小盖鼎，通高和口径分别比哀成叔鼎还小 10
厘米以上和 5 厘米，但鼎底面均有烟痕，鼎内有雁
骨，［15］652应是具有炊器功能的鼎。《吕氏春秋·
应言》:“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
少洎之则焦而不熟。”［7］1210此言虽是白圭对魏惠
王说不能光听惠子那些没有多少用的漂亮话，但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不仅有烹牛等大块头牲

肉的大鼎，也有烹鸡等小块头禽类的小鼎，而且大

鼎小鼎应该各烹什么已世人皆知。
另一类小鼎比上述小鼎还小，鼎下面都有炭

灶或炭炉、炭盘，而且二者合铸，成为商周铜鼎中
的新类。这类小鼎器形不一，在考古报告中的名
称也不一致，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出土的

被称作铜炉。［3］24

这件山西博物院展出的则称温鼎 ( 图 10 ) 。
其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 13 号墓，
这件温鼎高 23. 7 厘米，上面为一附耳小圆鼎，下
面是一有镂孔的三足炭盘，器上的回首龙纹为西

周穆、恭时代所流行。尤为珍贵的是，此鼎腹内壁
有铭文“晋侯作旅鼎”，这对我们认识这类小鼎的
功能具有重要价值。黄盛璋先生认为，铭文中的
“旅鼎”二字，本质上为可移动之鼎之意。其特点

有三:一是用途不限一种，可用于祭祀、燕享宾客、
征行等;二是地方不限一处，可用于内、外;三是陈
设不专一地，祭祀时可陈宗庙，非祭祀时可挪用别

处。［25］此鼎铭文所蕴含的这 3 个特点显示，这类
小鼎器形结构上所具有的炊器功能，既用于祭祀，

又用于燕飨，具有一器多用使用方便的特点。但
与大鼎相比，其容量之小，明显具有一人专享的特

征。其火力之有限，又不足以使多量食材熟制。
因此，放进鼎内的食材，特别是其中的主料，应该

多为已熟制过，此鼎只是最后将主料加酒或醢酱

以炭火使之入味而已。就铜器形制及其功能的角
度而言，汉代染炉和清代火锅应是其遗响。

图 10

2. 3. 3 具有炊器功能的细孔流鼎
在商周青铜鼎中，还有比较少见的带流鼎。

这类鼎的一侧有流，可以不用勺舀取、直接倾倒鼎
内羹汤。
这件河北博物院展出的中山王 细孔流鼎

( 图 11) ，其上部一侧有流，流口上有 10 个细孔，
出土时鼎内底部有干成结晶状的肉羹汁 ( 即汤

汁) ，上部周壁和盖顶部有一层烟熏的黑灰，考古

报告认为，“很明显是内盛物烧焦炭化时造成的。
此种鼎为首次发现，用以烧肉汤，细孔流的作用是

倒汤时可防止杂物流出。”［6］114何艳杰博士研究后
提出，先将肉食在鼎内熬煮，到一定时候将肉汤倒

出，再接着将鼎内之肉在火上加工，直至肉外表烤

出烟为止。鼎中没有肉，说明肉烤炙后取出备食，
然后再向鼎中加入原肉羹汁，以备饮用。这种先
煮后烤的食物烹调方式可以使食物先充分入味，

肉质也鲜嫩软滑，但表皮又有炙烤的焦香，并引

《说文解字》和《方言》认为，这种烹调方式与
“煎”相类。［26］

何博士这一提法颇有新意。受何说启发，从
烹调工艺学角度看，一是该鼎的流口之所以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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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孔，主要是为倒汤时将浮在汤面、尚未化成油、
但已呈松滑絮状的不规则碎块肥膘留在鼎内，以

备加热时所用，因此这 10 个孔可称“出汤孔”。
在接下来的加热过程中，由于有鼎盖，所以鼎内产

生的气体和油烟只能从 10 个孔排出，于是其又兼
具“出气孔”功能。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看，这 10
个孔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鼎内汤、油与空气的接
触面积，从而减轻了煎油的热氧化聚合反应。但
这一反应仍会在加热过程中发生，其结果是汤油

色泽加深、变稠并起泡，这应是考古报告所表述的
该鼎内“咖啡色结晶状的肉羹汁”真相。二是此
鼎对肉进行加热的传热介质除了肉汤以外，主要

应是原汤中已化成的油和前述絮状碎块肥膘。如
果纯是肉汤，随着水分蒸发，肉会很快粘在鼎底并

焦糊。一旦糊底，所有的肉都会糊味刺鼻，致使无
法食用。三是此鼎的盖除了一般盖鼎的保温、防
尘、美化等作用以外，主要应是用于肉加热时防止
沸腾的汤油不外溅伤人，犹如后世厨师做香酥鸭、
锅烧羊肉时要给锅盖上丘形铁锅盖 ( 俗称铁帽

子) 一样，同时还兼有促使肉加速酥松入味“焖”
的作用。至于此鼎上部周壁和盖顶部的一层烟熏
黑灰，应是汤油半煮半煎、油煎、焖肉过程中产生
的油烟所致。与此鼎形制类似年代更早的青铜鼎
也有出土，例如北京大学考古系所藏春秋早期青

铜带流鼎，特别是这件洛阳博物馆展出的出土于

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的有流鼎( 图 12) ，考古专家认
为是东周王室之器，其形制与此鼎极其相似，只是

流口无细孔。这说明战国中山国 王时代的王廷
烹调，有深刻的中原文化印记; 其标志性美食，便

是出自此鼎的汤油焖肉。

图 11 图 12

2. 3. 4 陶镬鼎
在考古出土的镬鼎中，除了铜镬鼎，还有陶镬

鼎，甚至在同一座墓中，铜镬、陶镬均有。河北易
县燕下都九女台、河南信阳长台关和湖北江陵望
山等战国墓，出土的仿铜、陶镬鼎均为 2 件。［27］42

考古专家认为，这些陶镬鼎多为明器。倒是在非
仿铜、陶镬鼎中，不少陶鼎是为实用炊器。山西曲
沃晋国墓出土的一件陶鼎，现藏北京大学赛克勒

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其鼎体似瓮，三足空心，专家
认为是西周中期晋国贵族的一件实用炊器。［28］需
要指出的是，进入青铜时代，当铜鼎流行时，陶鼎

并未退出当时人们的食生活，整体上呈现出铜镬

和陶镬并用的时代特征。其中，王室贵族可能铜
镬、陶镬并用，庶人平民应是一直沿用陶鼎，这已
为贵族墓和庶人平民墓随葬器物所显示。
除了上述镬鼎以外，还有与镬鼎烹煮有关专

门用于烧水的铜鼎，这类鼎被称作汤鼎、浴鼎。曾
侯乙墓紧靠束腰大平底鼎的 1 件小口提链鼎，鼎
底有烟炱痕迹，该墓考古报告认为系煮水之

器。［15］236

3 战国铜器纹图中的鼎烹之物

在上述 3 地有鼎烹实操场景的图像中，依鼎
内所烹之物的形状，按其最终出品的名称，大致可

分为 4 种。
3. 1 大羮类出品的鼎烹图像
河北平山铜鉴纹图左上方的鼎烹图像中，鼎

内为一向下的斜线，上部稍凹，像斜放进鼎内的半

体带骨牲肉。根据相关考古报告中的鼎内食物遗
迹状态，这类大镬鼎内多有牛骨，且均为未经切割

的部位关节整骨。由此可以推测，图像中鼎内的
半体牲肉，系将半扇或整腿带骨牛牲入鼎，烹煮后

依礼文所记，以匕别出牲体，并连汤“升”入升鼎，
即为大羮。大羮在先秦鼎烹出品中的最大工艺特
点是不放任何调料，追求的是太古时代的原汁原

味。《礼记· 郊特牲》: “大羹不和，贵其质
也。”［5］1455《左传·桓公二年》: “大羹不致……昭
其俭也。”［29］说明大羹不调味，既看重羹之本真，
又彰显王者荣祖。《仪礼·士昏礼》: “大羮湆在
爨。”［5］963《周礼·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羮、铏
羮。”［5］662根据礼文和郑玄的解释，大羮是祭祀专
属羮品，届时以羮汤行祭礼。这使我们明白，烹煮
大羮为何要用半体或整腿带骨甚至带皮毛的牲

肉，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述。
3. 2 肴类出品的鼎烹图像
河北平山铜鉴纹图左下图、江苏镇江铜鉴残

片图( 图 13) 和成都百花潭宴乐攻战纹壶中图，图
中的鼎内都有 5 个大小不一、边缘粗糙的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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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 块被调鼎者铲动漂浮在鼎内汤的中上部，2
块落在鼎底。这 3 地纹图出土地相隔数千里，但
上述图像细部却极其相似。说明当年这 3 个地方
的艺匠，虽分属中山国、吴国和古蜀国，刻画的却
是同一种文化现象，从图像中鼎内之物为大小不

一、边缘粗糙的块状来看，应是带骨肉块在鼎内烹
煮遇热收缩所具有的特征。《礼记·曲礼》: “凡
进食之礼，左肴，右胾。”依郑注孔疏［5］1241，熟肉带
骨而脔曰肴，纯肉切之曰胾，故上述鼎内之物应即

礼经记载的“肴”。因骨体属阳，故在左; 纯肉是
阴，故在右，这是肴为何要放在左边的道理。其
次，肴是卿大夫与客燕飨时 10 道美食中最先上席
的一道大件肉类美食。行食前祭礼要从肴开始，
燕饮到最后时还要以品食肴来终席。席间食用肴
要蘸醯、酱或蒸葱( 油) ，由此可知图像中鼎内肴
的烹制在工艺上应该是白煮法。还应指出的是，
这 3 幅图像中鼎内的带骨肉都是 5 块，上席时按
礼经所记肴应载于俎。5 为奇数，正与《礼记·郊
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记载相合。［5］1455此礼
文本意虽说的是鼎与俎、笾与豆组配时在件数上
的特点，岂料俎上之肴也要合其礼制。

图 13

3. 3 胾类出品的鼎烹图像
江苏镇江铜匜残片上的这幅图( 图 14) ，鼎右

1 人头戴三叉冠，着紧身衣裤，一手持棍。鼎为附
耳、深腹、圜底、粗蹄足大鼎，鼎内有 8 个一般大的

图 14

长方形块，排列整齐，显然是经切割的 8 块去骨
肉。这 8 块肉能切得如此整齐划一，除了当时雍
人( 厨师) 刀工精湛以外，还应与切时牲肉已是经

过短时间烹煮晾凉的初烹之品有关。否则未经烹
煮的牲肉，即使切得再整齐，特别是牛羊肉，放入

鼎内烹煮也会因遇热收缩而发生变形现象。据郑
玄、孔颖达和贾公彦对《仪礼·公食大夫礼》《礼
记·曲礼》《内则》等的注疏，这类去骨的方整熟
肉块叫“胾”。在上大夫之礼的 20 件豆中，其中 3
件豆内是牛胾、羊胾和豕胾。席面上与这 3 种肉
食最近的豆，所盛分别为醢和芥酱，说明牛胾、羊
胾蘸醢食用，豕胾则蘸芥酱。［5］1463这表明上引图
像镬鼎正在烹制的 8 块肉，是不放任何调料的白
煮“胾”。其形状和食用方式还从一个新的层面
上，形象地为我们诠释了《论语·乡党》“割不正，
不食……不得其酱，不食”［30］。这幅图像中还有
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细看这 8 块肉在鼎内的排列，
均为竖向而不是横向，颇有表示肉块向下沉之意。
如果按照孔颖达对胾的解释，胾为阴，羹湿为

阴，［5］1241那么这种肉块向下的指向，应是当年的

艺匠以独特的方式，将这一蕴含阴阳五行说的属

性表现出来。
3. 4 浓汤类出品的鼎烹图像
河北平山铜鉴底部纹图中，一敞口大鼎两边

各有一人，其场景与上引鼎烹图像略同，唯此鼎内

无牲肉，鼎下也无柴火，左边一人正用长柄铲向鼎

内搅动。这一鼎烹场景，有可能是利用鼎下火焰
余热，以小火将鼎内羹汤熬浓。为加快羹汤熬浓
速度、促进汤中水分蒸发，便以铲搅动，右边那位
司火者则为其观察鼎下余火的火势。据《战国策
·中山策》，战国时期，中山国君燕飨以羹为尚，
因“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伐中
山，中山君亡”［31］，遂成一杯羊羹失江山的史谈。
中山王 墓出土的铜鼎中，2 件鼎内有汤汁遗迹。
另有 4 件铜鬲和 2 件铜盖豆内，也都有汤汁干晶
物或肉汤残迹。［6］114 － 116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实物
说明，鼎烹浓汤是中山国特有的一种鼎烹方式，其

出品亦为其国宴中的主要美食款式。因此，这幅
鼎烹图像出现在中山国贵族墓的随葬铜鉴上，也

就是很自然的了。
( 待续)

( 责任编辑:王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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